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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能力本位教育（今日稱為素養導向教育）起源於美國，因應二次大戰軍事訓

練以及戰後科技與經濟競爭之需求，講求效率、精確、績效管理與品質控制，頗

具行為主義色彩；1980 年代之後與新自由主義結合，九○代之後全球化浪潮席捲，

能力本位教育更強調競爭力、高標準和成效本位，並實施學習成效評量，延續到

21 世紀，由於高壓控制也導致許多教育人員鋌而走險。大約早在九○年代，能力

本位教育就隨著全球化的腳步向全世界擴散，但歐陸國家不走英、美路線，轉向

強調整合性的素養與終身學習，將素養視為個體在特定情境中的綜合性整體表現，

包含知識、技能、程序、方法、態度、倫理與行動等，且是一個終身發展的動態

歷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提出「素養的定義與選擇」架構，在哲學上也趨向整合

觀點，逐漸形成新的取向。本文反省了傳統能力本位教育背後長遠的理論思潮與

歷史背景，指出它的風險與困難，再整理晚近發展的趨勢，歸納出三個新的取向：

整合與平衡取向、歷程與發展取向、行動與陶養取向，然後據以提出建議，包括

新的學習者圖像、新的教學意涵、素養導向的教學模式、素養導向的評量策略以

及學校本位課程的有機統整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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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CBE) origina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training soldiers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of educating 
competitive younger generations after war. It pursued accuracy, efficiency,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quality control, with behaviorism behind. Because it connected with 
neo-liberalism after 1980s and went with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fter 1990s, it became 
an educational movement which emphasized competition, high standards, and outcome-
based evaluation. This trend continued to the 21st century and lead to misconducts of 
educators who suffered from the high-stake competency test. After 1990s, CBE has 
sprea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continental European countries met the 
pressure but did not conform to the American and English tradition. They turn to a 
holistic perspective about competency which comprehensively includes knowledge, 
skills, attitudes, ethics, and action. Under the new perspective, the learner is expected to 
perform in a specific situation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competencies and to be a life-long 
learner. The DeSeCo framework proposed by OECD has a similar view to 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about competency. The current paper reflects on various philosophie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behind the traditional CBE, points out their risks and difficulties, 
and sorts out some new trends that emphasize integrated and balanced perspectives 
of personhood, appreciate developmental process, and advocate the implications of 
action and bildung. Under those new approaches, the current paper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for a new image of students, a new connotation of teaching, a new model for 
competency-based instruction, a new series of tips for evaluation, and a new expectation 
of organic integration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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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臺灣的課程改革經常受到國際教育思潮的影響，現行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培

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其課程綱要制定了許多基本能力指標，而即將施行

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則強調培育「素養」，其課程綱要描述了「核心素

養」的各種面向與項目，但其實「能力」與「素養」這兩個概念都源自英語的

competence 或 competency 這兩個詞。在英語世界，雖然有人認為 competence 較常

指行為表現所對應的內在能力，而 competency 較常指內在素質或特質，但並未形

成共識。無論是哪一個英文詞，臺灣早期大多翻譯成「能力」，晚近大多翻譯成「素

養」，連帶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CBE 一詞，也從「能力本位教育」改譯

成「素養導向教育」，這都是反映歐美世界對於這些概念的看法產生了變遷。簡

單來說，CBE 出現於美國，早期受到行為主義、泰勒主義（Taylorism）和福特主

義（Fordism）等思潮的影響，隨著歷史脈絡的發展，又受到精粹主義（essentialism）

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並隨著全球化的浪潮擴散到歐洲等地，遂也受到歐陸終身

學習、全人教育、情境主義、歷程觀點、行動主義和陶養（bildung）理論等思潮

的影響，所以，CBE 的內涵不斷在演化，翻譯名詞也就隨之調整。

「能力」一詞雖改成「素養」，但只靠名詞轉換並不能自動轉化其複雜的

內涵，所以十二年國教課程仍須處理「何謂素養」、「何謂素養導向教育與教

學」等基本問題，這些問題目前已有若干洞察與論述（洪裕宏，2008；陳聖謨，

2013；蔡清田與陳延興，2013；林永豐，2014）。本文擬從 CBE 歷史發展的過程，

反省其背後學理思維的變遷，凸顯「能力本位」與「素養導向」不只是名詞的不同，

而是在教育思潮上的重要轉向。

貳、CBE 在美國的起源與發展

CBE 大約起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美國（Joyce, 1971）。當時美國需要

快速訓練士兵與飛行員等人力，很講求效率與精確，所以就將期望能力全部訂成

具體的行為目標，並組合成單元，再設計操作練習方式，而後透過評量系統取得

反饋訊息。正因為有這樣的原型，所以，CBE 有時候又被稱為 CBET，其中的「T」

就代表訓練。這樣的訓練模式與內涵，明顯與當時盛行在美國的行為主義、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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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福特主義，甚至科學管理等思想有密切關係（Schilling & Kötting, 2010）。

一、戰後到 1970 年代：從績效、公平到品質

冷戰時期，美國開始檢討 20 世紀前半葉自杜威以來所啟發的進步主義思

潮，批判進步主義太過於學生中心且降低了教育表現水準，其國防部在 1957 年

蘇聯發射史波尼克號人造衛星之後，隔年就發布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主張教育要回歸基礎能力、重視數理、強調科目內容與

智能訓練、採取高標準要求、加強測驗考試、支持資優者上大學等（Kessinger, 

2011）。這是精粹主義的轉向，因為強調能力、標準與測驗，而成為 CBE 的源流

之一。此時，甚至職業教育與師資培育領域也採取「能力本位訓練」作為人力培

育的主要方式（Hodge, 2007）。進入 1960 年代之後，反種族隔離的社會氛圍開

始發酵，美國政府在教育上才開始注重「公平」議題，並對各州的貧窮與弱勢區

域學校進行補助（楊巧玲，2007）。進入 1970 年代，美國遭逢日本在經濟上的強

烈競爭，業界出現「日本第一」的說法，他們發現日本產品的優點是品質，所以

開始反省泰勒主義、福特主義和科學管理的做法，批評過去太偏重成本與效率卻

忽略品質；之後，業界逐漸加強兼顧績效管理與品質控制，教育系統則開始要求

「回歸基礎」（back to the basic），並實施基本學力測驗（minimum competency 

testing）（Stout & Smith, 1986），也企圖兼顧「公平」與「品質控制」兩大主流

價值。

二、1980 年代之後：從新自由主義到全球化

美國整個 1980 年代的政治與經濟，基本上是由雷根（Reagan）總統掌權，英

國是由柴契爾（Thatcher）首相領導，兩人隔大西洋遙相呼應，都倡議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概略而言，新自由主義是把古典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推得更

徹底、更放任，它包含了極為複雜的內容，其中對 CBE 比較有直接影響的論述是：

（1）個體是獨立的原子，個人自由重於相互倚賴；（2）競爭才能促成進步，人

際競爭重於合作；（3）個人成敗應由個人負責，國家福利與國家保護越少越好，

犯罪問題應以重懲的方式來抑制。

此外，由於人民更加關注教育品質的議題，雷根政府為了替教育改革布線，

在 1983 年公布了《國家在危機中》（A Nation at Risk）報告書，以驚悚的語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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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美國文盲率偏高、校園缺乏紀律、學生犯罪率提升、學力低落、國際成績評比

不佳、教師數量不足與師資品質不佳等問題，並提出美國學生在學業成就方面的

四大隱憂：（1）工作技能與思考能力低落、（2）閱讀與寫作能力低落、（3）學

術性向成績低落、（4）國際學業成就評比低於其他先進國家（李寶琳，2014）。

接著，雷根政府便順勢推動表現本位（perform-based）、標準本位（standard-based）

和成果本位（outcome-based）等相關教育觀念與管理手段，以績效責任運動作為

當時教育改革的主導力量。根據 Spady（1994）的觀點，所謂「學習成果」（learning 

outcomes）原指學生經由情境中有意義的學習而積累的高品質表現，強調學生獲

得的真正能力而非分數或成績，但是，中文「成果」一詞易被理解為「學生作

品」，而教育界又常將「成果」和「效果」、「績效」等詞連用（例如：李坤崇，

2009），並以「成效」一詞統稱之（例如：胡倩瑜、張國保，2013），故以下行文，

改稱「成效本位」，明示它的意涵轉向。這一波績效責任運動，企圖透過評估學

校目標、學生表現和學校經營等資料判斷學校的辦學成效，並使學校相關人員負

起學生學習成敗的責任（吳清山，2001）。此波新運動批評傳統教育管理太著重「輸

入、過程以及遵守規定」的做法，主張揚棄「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態度，轉而

關注「學生的學習表現」以及「成果誰來負責」等議題；換句話說，其關注焦點

從「時間」轉向「成效」，而 CBE 的內涵也就幾乎等於「成效本位教育」。

這一波新自由主義的思潮伴隨著全球化的浪潮，在時間上持續很久，在空間

上擴散很廣。進入 1990 年代之後，老布希總統公布「2000 年目標：美國教育法

案」（Goals 2000：Educate America Act），非常強調成效導向與可量化的學習成

就進步。即使民主黨的柯林頓接任總統後，政策的大方向也沒有改變，甚至把全

球化經濟體系推動得更徹底，他簽署了多項教育法案，要求各州必須為自己的學

生在每一個領域都設定嚴格的標準，因此，各州開始發展所謂效標參照（criterion-

referenced）能力測驗，以便監控學生的表現；有些州甚至設立獎懲措施，讓教育

人員為學生的測驗分數負起責任。

進入 2000 年之後，小布希總統推出「不讓任一孩子落後」（No Child Left 

Behind，NCLB）法案，集歷代教育改革之大成，但仍以學習成效與學生表現為關

注焦點，甚至將「標準本位」的管理措施，應用於監控教師的表現與學校的品質，

使得「標準」在學習者、教育工作者、決策者、家長及社會大眾之間扮演了關鍵

角色。這波改革浪潮，促使美國各州紛紛推行課程標準、學生學習標準以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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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量，並再度強化以績效責任制來促進學校革新的策略（劉慶仁，2001）。

標準本位與績效責任的做法，有其優點，也有其惡果。優點方面，由於美國

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與學術等各層面的思想相當多元，因此，除了新自由

主義之外，民主主義、實驗主義、建構主義以及學習者中心等觀點，也會共同參

與作用或產生抗衡，所以，我們會看到主張或推動 CBE 的人當中，有些仍然很

重視學生的個別差異，採用所謂的「個別化能力教育」，這種做法延續精熟學習

的精神，故有時也被稱為「精熟本位（proficiency-based）教育」，他們著重深度

學習與真實理解，以學習者為中心，依照學生個別的需求、技能、興趣以及學習

的速度來安排學生的學習經驗（Hodge, 2007）；有些州的學習系統則允許學生採

取精熟學習的方式累積學分，並引進科技媒介協助教師進行個別化教學。時至今

日，美國的能力本位教育，仍受到標準化與個別化兩股運動力量的共同作用（Le, 

Wolfe, & Steinberg, 2014）。

在缺點方面，標準本位的執行很容易落入瑣碎目標的訂定，績效責任的要求

很容易落入外在控制的扭曲。複雜能力通常很難測量，但以行為主義為基礎的標

準本位教育，卻要求量化目標，以致於許多教育實踐者只好捨棄複雜、抽象和高

層次的學習目標，專攻具體、可切割、可測量的瑣碎目標。此外，行為主義和績

效管理都非常倚賴外在獎懲，以致於有些教育實踐者逐漸喪失意義感、自主感與

能力感，轉為被動應付、掩飾缺點、斤斤計較與功利取向，甚至為獎懲而走險。

Strauss（2015）就曾經報導過一個著名的案例：亞特蘭大市教育局長霍爾（B. 

Hall），曾為學區內的學生在基本能力測驗上的顯著進步，而獲得美國年度局長

獎，不料事後卻被發現，她為了達標而採高壓績效管理，並與數十位學校教育人

員集體作弊，竄改測驗分數等，被判有罪。Strauss 估計該案至少有上百人捲入，

全美可能有 40 州都有類似情況。我們可以說：高風險的能力測驗加上高壓的績效

管理，摧毀了許多教育人員的倫理。

參、CBE 在全球的擴散與轉化

美國的 CBE 運動大約在 1990 年代，就隨著全球化的腳步向全世界擴散。

世界各國都想努力成為經濟強國，並將知識視為科技時代最重要的資本（OECD, 

2013；王如哲，2000），在知識經濟與人力資本的概念下，CBE 逐漸成為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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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運動。例如澳洲的「國家訓練委員會」（The National Training Board）在

1992 年就公布了七大關鍵能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 1996 年提出

了學習的四大支柱，並在 2012 年擴增成五大支柱，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從 1997-2002 年開始發展「素養的定義與選擇」（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 DeSeCo）架構；所有這類努力，都是對於 CBE 的反應。由於受影

響的國家眾多，本文無法一一介紹，基於目前國內的十二年國教課程走向較受歐

盟與 OECD 的啟發，故本節的介紹將以這兩大國際組織為主。

一、歐陸的轉向：素養導向與終身學習

歐盟對能力教育所持的觀點，與其同盟目標和文化價值有密切關係。歐盟的

主要精神是在多元中進行統合，透過基金會、計畫與研究案來促進制度上的一體

化（梁福鎮，2009）。但是，歐盟有 20 餘個成員國，各國的異質性頗高，例如英

國（脫離歐盟中）與歐陸就頗為不同，卻與美國比較接近。英國在 1980 年代，為

了提升競爭優勢並回應青年失業率攀升的問題，就採取了改善職業教育品質與提

升產業管理人力的策略，引入美國的 CBE（Bates, 1995），建置跨產業部門的標

準系統以及國家職業人才架構，這些人才標準的建置，甚至回頭影響了美國的標

準化運動（Horton, 2000）。兩國都將 CBE 當成一項政治運動，透過標準化管理

與績效責任制，轉向中央集權的教育改革，加強就業機會與教育訓練的政策控制

（Bates, 1995），使得 CBE 從小學貫穿到大學，影響各階段教育變革。不過，英

國更強調工作成分，並據此界定最低限度的職業表現標準（Brundrett, 2000），卻

避談內在特質，因此比美國更趨向極端的行為主義（Horton, 2000）。

歐陸國家對於英、美兩國的 CBE 較具批判性。尤其是德國與北歐各國，比較

傾向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體系，在 CBE 運動的風潮下，不走工作成分分析、標準

化表現以及績效控管等策略，而是強調工作者在知識經濟社會當中所需的終身學

習能力。1990 年代，歐盟陸續推動終身教育，並發表三份白皮書，希望促使歐盟

成為學習型社會（吳明烈，2001）。在 2000 年的里斯本高峰會時，歐盟確認將

教育系統現代化視為經濟變革的最重要策略，並從終身學習的角度為教育與訓練

系統建構一套關鍵素養，作為共同教育目標，以期成為世界上最具動能與競爭力

的經濟體。2001 年歐盟成立專責機構，研議關鍵素養之建置，並於 2002 年提出

八大關鍵素養（劉蔚之、彭森明，2008；Halász & Michel, 2011），其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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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語溝通、外語溝通、數學／科學與技術、數位、學如何學、人際與社會／公

民、企業與創新精神及文化表現等。學校教育則逐漸從學科本位轉向跨域課程，

教學從限制走向彈性、從教室走向戶外，並讓學生在真實情境與體驗歷程當中發

展更多有用知識，故素養導向成為教育主流（Han, 2009）。歐陸較重視工作者的

整體專業品質，認為有能力的工作者不是只會聽話並擁有機械式技能，而是擁有

決策能力，能幫助公司或企業在技術創新與組織管理等方面迎頭向上（Gadotti, 

2009）。所以，歐陸傾向將「素養」視為個體在特定情境中所達成的綜合性整體

表現，尤其重視專業品質，並以知識、技能、程序、方法、態度與倫理作為專業

發展的核心，企圖兼顧靜態涵養與動態發展的意義。

歐陸國家將學校課程架構中的素養區分成通則（generic）素養與學科特定

（subject-specific）素養（Tchibozo, 2010），此一架構朝向解放科目領域之間的藩

籬，但仍保留學科知識的必要性；更強調培育素養的歷程，包括團隊工作、田野

調查、發展想法、跨域連結、職場情境評析與科學方法應用等（Gadotti, 2009）。

德國與荷蘭的職業教育就屬於知識本位（knowledge-based）的素養教育，並偏向

採用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Illeris, 2009）。

二、OECD 的轉向：整合取向與終身學習

OECD 早期的終身學習觀強調回流教育及個體在一生當中的工作、休閒、

退休與其他活動循環輪替的成人教育，到了 1990 年代末期，OECD 與 UNESCO

的終身教育主張（所謂五大支柱）逐步聚合，OECD（1996）《全民終身學習》

（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報告書，明確指出終身教育的目的是：透過終身學習

促進個人發展、社會凝聚和經濟成長，讓所有人不論年齡或教育階段，都受到激

勵並積極參與學習。其基本觀念是強調一個人處於文化與科技快速變遷的社會，

過好生活必須終身不斷學習。

在此脈絡下，「素養」的內涵是動態的，是個體終身不斷發展累積的內在素

質，表現在外則是個體成功完成特定情境下的複雜要求。這個定義包含了任務和

功能取向，但又將個體視為複雜的行動系統，其表現整合了知識、技能、態度和

其他非認知的成分（Rychen & Salganik, 2003）。在終身學習的框架下，學校教育

的實施也由知識或技能取向轉為素養發展。OECD （2003）的「素養的定義與選擇」

架構，就嘗試界定所有成員國人民所需的共同核心素養，希望促進「成功的生活」



從能力本位到素養導向教育的演進、發展及反思吳璧純　詹志禹 43

及「健全的社會」，這些核心素養必須符合三大條件：（1）在個人與社會層次有

重要的貢獻，（2）在廣域的情境脈絡中能因應複雜的要求及嚴峻的挑戰，（3）

對所有人都重要。在瑞士、美國及加拿大等國的主導與合作下，透過成員國之間

的會議、各領域專家的研討會以及重要文件的發布，OECD 最後歸納出三大類的

核心素養 -- 能使用工具溝通互動、能在社會異質團體中運作與互動、能自主行動

（OECD，2009）。

三、對臺灣中小學課程政策的影響

臺灣在 1990 年代末期推動九年一貫課程時，已經受到 CBE 運動的影響，特

別強調基本能力、能力指標、課程統整與協同教學，並在發展課程綱要時，參考

了澳洲與加拿大的「關鍵能力」架構，提出十大基本能力來統整各學習領域的課

程目標（成露茜、羊憶蓉，1997），也在各學習領域研發「能力指標」，但在十

大基本能力、各領域能力指標、學習歷程、教學設計與能力表現之間，仍存在不

少斷層（陳伯璋、張新仁、蔡清田、潘慧玲，2007）。

當 OECD 的 DeSeCo 計畫完成之後，臺灣當時的國科會（科技部前身）也在

2006 年啟動相似計畫（洪裕宏，2008），並將譯名從「能力」逐漸改為「素養」，

「關鍵能力」則改成「核心素養」。十二年國教課綱在發展時，延續此一用詞（陳

伯璋，2007），採取歐盟及 OECD 的整合性（holistic）觀點，將「素養」界定為：

個體為了健全發展及因應生活情境需求所不可欠缺的知識、能力與態度（蔡清田，

2010，2011），並經核心素養小組討論，提出「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

會參與」三個面向以及衍生的九個對應項目（蔡清田、陳延興，2013），且以「學

習表現」和「學習內容」來取代九年一貫課程當中的「能力指標」。

其實，CBE 的影響不只限於十二年國教課程，而是縱貫小學、中學、大學到

成人教育，而且橫跨普通教育、職業教育與人力資源管理，這在很多國家都類似，

但限於篇幅，本文不再擴展論述範圍。

肆、CBE 的哲學反思與新趨勢的浮現

本節嘗試超越歷史發展與國家社會的脈絡，抽取學理的觀點對 CBE 運動進行

反思與再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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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 CBE 所遭遇的困難

（一）原子論與化約論的問題

早期 CBE 經常隱含原子論（atomism）和化約論（reductionism）的觀點，認

為所有事物都可以層層解析成最基本的單位，然後加總所有單位就得到整體，其

具體做法就是將核心能力分解成多層次和多項目的行為表現，然後要求學習者熟

練底層所有具體的小單位行為。但要將一個複雜、抽象的能力分割成許多精確的

小單位其實並不容易（Lum, 2004），其分割結果經常成為繁瑣的行為表現，組合

結果又經常無法等同於高層次的能力（Hyland, 2006），尤其以工作成分分析所得

的能力，是針對目前社會的工作或需求所界定出來的，可能不包括因應未來社會

所需的潛力，所以不符合終身學習脈絡下的素養（Oyao, Holbrook, Rannikmäe, & 

Pagunsan, 2015）。此外，在個人與社會之間，原子論與化約論也傾向採取個人主

義，認為個體的總和就是社會，只要理解每一個體就自然可以理解整體社會，這

種思考方式比較容易忽略社會結構與文化氛圍等整體無形因素對於個體的影響。

Brundrett （2000）就曾經擔心，化約論傾向的 CBE 無法培養複雜社會所需的思考

智能。

若要避免落入極端的原子論、化約論與個人主義，通常就需要整體論

（holism）、系統理論與社群主義來平衡，才能理解為何整體系統通常大於內部元

素的總和，才能觀察元素之間是如何複雜地交互作用，並洞察結構關係。

（二）先天論與後天論的矛盾

許多使用 competency 一詞的學者，都帶有先天論的色彩，例如語言心理學大

師 Chomsky（1965）就主張普世語法能力是內在的、先天的，不需要學習，也無

法學習，後天的語言環境與經驗只不過扮演了「扣動扳機」的角色，讓人類「獲得」

語言而非「學得」語言，人類大腦中擁有「語言獲得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那是遺傳的成果。後繼者如 Fodor（1983）仍然強烈堅持先天論的立場。

其他還有反皮亞傑學派（Anti-Piagetian）的一些學者，也採用 competency 一詞來

表達先天論的立場。

行為主義在知識論上屬古典的實證論，在心理學上是徹底的後天論，所以會

避開談論 competency 這一類的概念，因為這類概念無法被直接觀察，不適合科學

研究；行為主義只研究行為或表現，並認為行為決定於環境刺激，所有行為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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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天經驗學習的結果（Skinner, 1957）。

但說來諷刺，早期 CBE 運動竟然同時擁有先天論與後天論兩種矛盾的觀點，

這是因為CBE的推動者經常會採用一組行為來定義能力；筆者整合行為論的觀點、

Raven（2001）的主張、Ruth（2006）的分析、Hyland（2006）的批判以及其他相

關文獻，發現 CBE 的操作採用了四項假定：（1）能力是不可觀察的；（2）特定

能力會產生特定表現；（3）如果特定能力沒有產生期待的特定表現，該項能力就

沒有被學到或甚至不存在；（4）教育、管理與品質控制都應該將焦點放在可觀察

的表現。上述操作方式至少帶來五種風險和困難：

1. 剛開始以表現來測量能力，慢慢就將能力等同於表現，最後就用表現取代

能力，結果能力就不知不覺消失了。所以，太強調「表現」的 CBE 推動者，常常

不知不覺把「能力」空洞化，而成為極端的行為主義者。CBE 若只強調表現與成

效，就很容易忽略心理歷程與內隱知識（Burbules, 2008）。

2. 行為主義喜歡採用獎懲手段去控制個體，當標準或目標越清楚、越具體的

時候，就越容易控制。這賦予教育行政系統更多機會和工具去控制學生的學習成

效，甚至控制師資培育與教師工作成效。CBE 運動容易使某些專業領域的實踐者

失去專業自主性（Brundrett, 2000）。

3. 若將能力視為穩定的內在特質，而將表現視為同時受能力、環境條件和不

穩定因素所影響的行為，那麼，表現不佳時並不能否定能力的存在，此時，又很

容易成為極端的先天論。

4. 若問：「你如何推知某種特定能力的存在？」回答：「以該種特定能力所

產生的特定表現來推知！」再問：「那你如何推知會有該種特定表現？」回答：「因

為它背後有該種特定能力！」這就在知識論方面陷入了循環邏輯（Hyland, 1997; 

Westera, 2001）。

5. 僅觀察行為表現，無法推知內在心理特質如何發生的過程，而且旁觀者僅

能從表現的情境脈絡當中找尋有限線索，以判斷個體是否具備某種內在能力，但

片段的觀察很難區辨哪些是個體能力的表現，哪些是偶發行為（Lum, 2004）。

上述的風險與困難，並不是將「能力」的字眼換成「素養」就可解決。若要

徹底解決，CBE 仍需注入人本論去平衡行為主義，採取互動論與建構論來消解先

天論與後天論的矛盾，同時也需補足歷程觀點，描述個體的內在心理運作歷程、

個體與環境的互動歷程以及個體的學習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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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境、脈絡與文化因素受忽略

以工作成分分析、標準本位和績效責任為核心的 CBE，在評量學習「表現」

的時候，容易偏向行為主義，太講究觀察、測量和控制，一不小心就將「表現」

等同於「行為目標」；但在論述「能力」的時候，卻又偏向「特質論」，隱含「能

力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假定，忽略了情境、脈絡與文化因素對能力內涵界定

的影響，抵觸了素養由情境脈絡中生成的觀點（Ruth, 2006）。即使在全球化的思

潮下，個人與當地文化交互作用，也仍可能讓相同素養在各國衍生出不同的內涵，

亦即，同一個上位概念可能包含不同的下位概念，例如，「培養好的工作習慣」

看起來頗具普世性，但其實很空洞，在某些國家，「好的工作習慣」可能意含彈性、

效率、忠誠與願意配合，在另外一些國家，則可能強調細心謹慎、工作品質與追

求完美（願意犧牲效率），還有其他國家重視團隊合作。這些內涵之不同，也可

能發生在不同企業文化之間。所以，素養無法從真空環境中生成，素養的界定必

須整合情境主義（situationism）、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與多元文化觀點。

二、後期 CBE 的理論趨勢

後期的 CBE，至少包含了三大類的理論取向：整合與平衡取向、歷程與發展

取向、行動與陶養取向；三種取向之間互有關聯和重疊，通常主張其中之一者，

也經常會涵蓋其他兩者的範疇，只是強調的重點不同。

（一）整合與平衡取向

許多後期 CBE 的理論都想超越傳統 CBE 所遭遇的困難，並保有傳統 CBE 的

某些優點，所以，理論架構通常會變得比較龐大和複雜，但對於人的看法也比較

完整，因為寧願過度複雜也不要過度簡化；對於概念之間的矛盾也比較包容，因

為矛盾統合以動態平衡的方式存在，有利於未來的辯證發展，也可避免任何一方

走向極端。以下介紹一些學者努力的重點。

早在 1990 年代，Hager 和 Beckett（1995）就提出過一個嘗試整合個體的行動

意圖、特質、全人發展以及文化脈絡的素養概念，以平衡行為主義和個人主義的

觀點。Cheetham 和 Chivers（1996）則認為素養包含「功能性素養」、「個人／行

為素養」、「知識／認知素養」和「價值／倫理素養」四大類，這是明顯想要包

容英美（重視前兩類）與歐陸（重視後兩類）兩大陣營的思潮，會有內在矛盾，

但可動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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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21 世紀之後，努力建構整合與平衡觀點的人更多。法國學者 Le Deist

和 Winterton（2005）主張素養包括知識概念、經驗和行為三個維度。德國因著名

的職業教育傳統，學者們特別提倡行動素養（action competence），強調學科領

域知識以及跨情境場域的技能與方法，主張各教育階段的素養皆應包括個人、社

會、認知及方法論之整合（Brockmann, Clarke, & Winch, 2008; Schulze, Kanwischer, 

&Reudenbach, 2011），其中，所謂「社會」面向通常包含人際智慧、文化脈絡與

倫理道德，所謂「認知」面向包含知識與思考，所謂「方法論」包括實踐方法與

操作技能。其他還有荷蘭學者的努力，例如 Westera（2001）強調「素養」不應限

於事實性的「知識」，而應包含促進特定行為表現的認知結構，包含了因應複雜

未知情境的高層次思考、行為表現及後設認知能力。Mulder, Gulikers, Biemans 與

Wesselink（2009）更依據整合性觀點，主張素養的特性應包括：（1）知識、技能

和態度的群集整合；（2）展現在特定專業領域、組織、工作、角色、情境及任務

當中，有效能地解決問題；（3）鑲嵌在特定情境中，由特定工作脈絡賦予其意義

和達成水準；（4）透過行為或任務取向來展現。

在歐陸之外，澳洲學者 Beckett（2004）特別強調人文取向、脈絡化經驗

和反思性實踐，後來更促成澳洲以「判斷力」為核心素養來串連過程技能之知

（knowing-how）、事實事物之知（knowing-that）以及原因理由之知（knowing-why）

三大面向（Beckett, 2008），他的架構呼應了歐陸觀點，但更凸顯人文精神與高層

次思考的色彩，並且把各種類的知識與各種層次的思考貫穿。OECD 的 DeSeCo 整

合架構則參考了 Weinert（2001:62）所提出的五項界定素養的基準，分別是：（1）

個人或群體能成功地符應邏輯與心理結構所衍生出的複雜需求；（2）這些符應需

求的內涵包含認知、動機、倫理、意志和社會的成分；（3）需求和任務必須是複

雜的，且原則上可以被具像化；（4）素養必須透過學習歷程才可能形成，但不能

被直接灌輸而成；（5）核心素養與後設素養有所不同，核心素養是在不同的日

常生活、工作或社會情境中達成重要需求的表現，後設素養則是關於自己的素養

的陳述性知識或程序性知識（p.62）。OECD 將核心素養視為通則素養（generic 

competence），是「非特定學科的、跨界的素養」，例如問題解決、溝通、批判思考、

創造力、團隊合作、公民行動等。這樣的素養觀點，通常傾向鼓勵跨科統整教學。

英、美兩國雖然傾向行為主義與功能論，但也有另類觀點。美國學者

Hunter、White 和 Godbey（2006）很重視「全球性素養」，但認為這種素養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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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和社會文化互動之後建構而成，無論知識、技能、價值或文化規範都是重要成

分。Bristow 和 Patrick（2014）則提出以學生為中心的動態整合模式，強調四項主

張：學習是個人化的、學習是素養導向的、學習發生在任何時間與地點、學習者

可以掌控自己的學習；他們如此強調個別化與自主學習的教育取向，其實頗具人

本論的精神。英國學者 Horton（2000）主張個體在與環境互動時，需要整合認知、

技能與價值等心理特質，並從工作情境與執行任務的歷程當中，透過決定、行動

與反思而發展素養。Lester（2014）認為素養除了可從工作成分中分析而來，更應

從整體專業能力養成的角度來看。

上述觀點雖然多元而複雜，但都趨向較全人的觀點，整合來看，素養包含認

知、情意與行動，其中，認知包含知識與思考，情意包含態度與倫理價值，行動

包含意圖、技能與表現；更具體來看，知識包含事實、程序與理由之知以及學科

知識，思考則強調創造、批判與後設認知等高層次思考。認知、情意與行動三者

都有動態發展歷程，也都需要考量社會文化與物質環境脈絡。

（二）歷程與發展取向

關於素養的觀點，無論是基因決定論或環境決定論，都缺乏心理發展歷程；

換句話說，任何一種素養，如果是由基因決定，那就只有生理發展歷程，如果是

由環境決定，那就只要安排環境刺激的順序來塑造學習歷程，所以，兩者都不必

理會心理發展歷程，而且兩者也不必互相理會，因為，基因決定論可以忽略環境

對於生理與心理特性的調節，而環境決定論可以忽略個體差異與心理歷程對於環

境刺激的詮釋。

Beckett（2008）認為，核心素養是學習者從情境經驗當中，透過判斷、決策

與反思性行動發展而成，所以，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歷程對於素養的形成非

常重要。Illeris（2009）更直接主張：談素養導向教育應該直接談素養發展，而不

能只談靜態的素養定義；他認為素養發展與學習理論密切關聯，而學習理論必須

重視歷程導向與整合性觀點（Illeris, 2003）。他指出學習包含兩大基本歷程以及三

大向度。歷程發生於：（1）學習者與其社會、文化和物質環境之間的外在互動歷

程；（2）新學習經驗與其先前學習結果之間的心理歷程。向度則有（1）認知向度：

包含知識與技能等；（2）情緒向度：包含情感與動機等；（3）社會向度：包含

溝通與合作等。這些學者的看法，基本上都比較傾向建構論，認為素養的學習與

發展，不決定於先天，也不決定於後天，而是兩者長期交互作用和共同建構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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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學習者終身主動與環境互動，在先天基礎與先前學習結果上，對環境進行觀

察、理解、選擇、行動與反思，並據以建構後續的學習結果。Stoof、Martens、

Van Merriёnboer 和 Bastiaens（2002）進一步指出，「素養」的定義本身就是建構

出來的，因為參與定義的人都會根據自己既有的知識和他人對「素養」的多元看

法，來建構自己的觀點；他們認為「素養」的意義是由人、目的和情境三種條件

的動態關係所形構出來，所以，「素養」的定義不會固定下來，而會像一隻變形

蟲一樣，一直處於變形與轉化的歷程之中，我們不必期待創造一個真理式的定義，

但可以努力建構一個比較可行、可應用、可存活、可成功（viable）的定義，來幫

助教育實踐者。

（三）行動與陶養取向

行動素養的概念盛行於歐陸，而且一直是環境教育或永續發展教育所最重視

的。行動導向與行為主義大為不同，因為「行動」一詞意含主體性、主動性與目

的性，通常行動者在心中有一些關懷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法與策略，並有意圖改變

自己和環境；而「行為」一詞比較中性或被動，通常是根據被制約過的規則來對

刺激進行反應。

深入一點分析，行動導向的素養教育含有若干層不同意義，第一層意義與「體

現（embodiment）」這個概念有密切關係，其延伸概念包括體現認知、體現學習

與體現經驗等，在教育上強調操作、實踐、探索、體驗、做中學、戶外教育和全

人教育等，主張學習歷程不應只發生於大腦，也不應只限於訊息與認知層面，應

該以整個身體系統直接和外在環境互動，其內在學習歷程與結果應包含生理狀態

的變化以及動機、情感、價值與默會（implicit knowing）等心理狀態的變化（Ollis, 

2008）。

第二層意義與「行動主義（activism）」這個概念有密切關係。行動主義主張

個人透過反思來改變自己的行為，並透過團體、社區或組織等集體力量，以公民

參與、藝術表達、社會運動或政治遊說等方式，來改革社會與改善環境，在參與

社群實踐時，與他人協商或共構意義，並透過批判思考與後設反思而得到新的洞

識（Berger, 2005; Norris, 2002）。在教育上，行動主義者的學習特別強調在真實

情境與實踐歷程中的學習，包括在職場實習、工作情境、社會運動或處理人生難

題的歷程中學習。美國波斯頓的社區與環境另類方案（Alternatives for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 ACE）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Argyeman, 2008），他們支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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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動方案，其中之一在 Roxbury 地區對年輕人推動增能賦權，就是從阻止石油

污染與開展食農教育等行動做起，也協助公立學校推動環境教育的行動方案。

第三層意義與「陶養」（bildung）這個概念有密切關係。馮朝霖（2008）將

「bildung」一詞翻譯成「陶養」，並指出陶養理論的六種精神：（1）教育沒有一

個固定的終極目的，它是一個開放性的轉化歷程，本身即為目的，這種精神很符

合民主與後現代；（2）學習的過程必須要能容忍模糊、體驗真理的曖昧、並從事

無止盡的自我實驗；（3）教育的意義在助人自我完成、打開世界觀、看見差異、

包容多元；（4）旅行與漂流是自我陶養的最佳途徑；（5）人的自我知識十分有限，

要在網絡連結與跨界聯繫當中建構意義；（6）陶養的作用在於助人從自我中心解

放而能自由參與互動、遊戲與共創。

根據Mogensen和Schnack（2010）的看法，行動素養是一種教育理想，源於「行

動」的內涵與「陶養」的理念，這樣的理想與人力資源管理領域對於「素養」的

看法大為不同，而與 OECD 的 DeSeCo 的觀點比較接近，因為前者太偏個人取向，

而後者比較有學科知識取向。他們進一步指出：陶養理論，在歐陸國家擁有長久

的歷史，主張教育的本質就是在幫助他人「成為一個人」（Mogensen & Schnack, 

2010, p.60），這句話意含一種終身學習的過程，強調「personhood」，類似中文

的「成人之美」，主張人性、人格與自主性是作為一個人的基本條件，並且與公

民素養、平等尊嚴及民主社會密不可分。所以，行動素養導向的教育應該培養學

生的自主能力、反應民主社會的價值並成為終身學習的過程。

Willbergh（2015）的立場更徹底，她認為：「能力／素養」這個概念缺乏一

個有關教育內容的理論，如果不更換名詞概念，這個問題無法被解決。所以，她

建議改用陶養理論來代替。她的分析指出，陶養理論源於歐洲早期希望脫離宗教

和政治支配的努力，所以才和人本、民主以及自主等概念有密切關係；陶養的精

神在於助人完成自我、實現潛能、成為一個人，而不是成為上帝的意象，「陶養」

的意涵包括（Willbergh, 2015）：

1. 教育的責任在於幫助學生發展想像力、獨立思考、自主決策和群體共創，

讓學生將來在民主世界成為一位負責任的公民。

2. 教學是自主的教師、自主的學生以及學科內容三者的相會，教學的可能性

來自於教師對於每一個班級的特殊性理解。

3.「核心能力／素養」的概念通常不涉及學科內容，但陶養必然涉及學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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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所以，陶養理論更適合知識社會之所需。

4. 學科內容必須具有開放性，容納某種程度的普世性與在地化，才能對於學

生具有意義感。

5. 學科內容同時具有主觀性與客觀性，主觀性來自於師生對學科內容進行詮

釋、猜測、選擇和建構，客觀性來自於真實世界，教學應維持在主、客觀的中間，

讓內容可被討論、辯證和重新創造。

6. 學習評量不應限於評估那些重複性的技能，應讓教師發揮專業去評估學生

獨特的高層次思考。

7. 在「教師－學生－內容」的三角互動當中，師生共創一個擬真（mimetic）

的情境，透過想像力將內容脈絡化並連結到學生的自我與在地生活，以提高意義

感與學習動機。

由此看來，「陶養」一詞具有比較完整、適切、內在一致的教育理論作為基礎，

相對地，「能力／素養」的概念卻比較空洞，能被填進任何相互矛盾的理論系統；

所以，Willbergh 建議用前者替代後者。

伍、結論與建議

CBE 源於美國二次大戰期間的軍事訓練需求，戰後回應美蘇冷戰期間的蘇聯

太空科技壓力，在七○年代回應過日本的經濟競爭力，八○年代注入新自由主義，

然後在九○年代隨著全球化的浪潮逐步向全世界擴散。這一段期間的 CBE 先是被

等同於訓練，講究可被操作的具體目標，然後被當作追求科技競賽與經濟競爭力

的工具，將能力化約成表現，對學生訂定高標準，對教師要求績效，對學習成效

進行品質控制。反省 CBE 這些特徵，不難發現它的背後伴隨著各式各樣的理論思

潮，包括哲學上的原子論與化約論，心理學上的天生論與行為主義，管理學上的

福特主義與泰勒主義，以及政治上的個人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等。原子論與化約論

很容易落入瑣碎、切割和缺乏系統觀，天生論會喪失學習的必要性，行為主義除

了有瑣碎的問題外，也與福特主義、泰勒主義一樣喜好控制支配，個人主義容易

忽略情境、脈絡與文化因素，新自由主義則太強調自由競爭且加劇了貧富差距。

所以，當 CBE 的浪潮向全球擴散之後，各國不同的哲學傳統與文化背景對 CBE

又進行了批判與轉化，在進入 21 世紀之後，CBE 思潮逐漸浮現了一些新取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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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整合與平衡取向、歷程與發展取向以及行動與陶養取向，本文根據上述這些新

取向，提出了下列建議。

一、建構學習者的新圖像

在新的取向之下，學習者是一個與生活脈絡適切互動並終身動態平衡發展的

全人。這圖像包含下列五大重點：

1. 所謂「生活脈絡」包含社會、文化與自然環境等脈絡，因為沒有人能脫離

脈絡而生活，所以素養的定義也不能脫離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與情境認知

（situated cognition）等觀點，而素養的學習必須經過脈絡化（contextualize）與去

脈絡化（de-contextualize）的歷程，也就是先經過具體化、情境化、在地化與個別

化，然後再透過反思歷程達成抽象化與通則化。

2. 所謂「適切互動」意指：學習者受脈絡影響，但不受脈絡決定；會詮

釋、選擇並影響脈絡，但不剝削他人與環境，而是與脈絡相互依存、共善共

好。所以，素養的定義應該考量互動論（interactivism）、詮釋學、社群主義

（communitarianism）、多元文化與永續環境等觀點，而素養的學習，特別是從長

期發展的觀點來看，必須經過外在互動與內在互動，亦即先經過與他人互動（例

如師生互動和同儕互動等）、與環境互動（例如做實驗和做中學等）、與文化互

動（例如閱讀和觀賞等），然後再於內心進行詮釋、推理、想像、選擇、組織、

轉化、建構、創造、反思與抽象化等內在互動歷程。

3. 所謂「動態發展」表示學習者的素養不受先天決定，不受後天決定，

而是在先天與後天的交互作用下，由學習者主動建構整體的經驗（embodied 

experience），透過非線性發展的歷程，恆久自我調節與成長變化。這些觀點

的背後理論由歷程哲學（process philosophy）、自我組織理論（self-organizing 

theory）、建構論和自我調節理論所支持。

4. 所謂「平衡發展」是主張素養的內涵必須兼顧認知、情意與行動，兼顧知

識與能力，兼顧倫理與技能，兼顧具體表現與高層次思考，並兼顧職業功能與一

般公民素養。這是跨學習領域與跨教育階段的整體思考，雖然希望矯正傳統 CBE

的偏頗，但並不希望擺盪進入另一個極端，而是在思維上企圖兼顧具體與抽象、

微觀與宏觀、傳統與創新。

5. 所謂「終身發展的全人」當中，全人並不是一個完人的靜止狀態，而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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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終身陶養的過程；全人不一定是通才，更不必精通各種領域，而是除了在自己

所擅長的領域自我實現之外，也同時是健全幸福的公民。換句話說，一個學習者

不論成為一個醫師、教師、警察、工程師、作業員或建築工人，他們都有權利同

時是一個健全幸福的公民。

二、提出教學的新意涵

在 CBE 的新取向之下，教學就是教師、學生和內容三者之間的動態平衡。這

句話意含：教學不能單以教師為中心、學生為中心或教材為中心，不應由教師支

配、學生支配或教材支配。這句話的背後是以陶養理論為主，希望包含三種動態

平衡：

1. 學生與內容之間是一種自主與結構的動態平衡：學生的自主性存在於選擇

與詮釋內容並建構自己的理解與經驗，但內容若缺乏適切的潛在結構（例如邏輯

混亂、知識錯誤、難度錯置或概念矛盾等），學習將發生困難；只有當自主與結

構並存時，學習才可能發生。此外，自主性產生主觀性，內容結構則提供客觀性，

所以，自主與結構的平衡也會促成主觀與客觀的平衡。

2. 教師與學生之間是一種雙主體的動態平衡：教師與學生在課程內容方面有

專業程度的差異，在教學過程有角色責任的差異，但兩者沒有主體性的差異，擁

有同等的人性尊嚴與詮釋建構的權利。教師雖然扮演專業社群的代理人，但不是

以權威改變學生，而是以理性對話、討論辯證、證據說服、共同探索或共同創造

的方式，去引導學生自主調整與自我決定。

3. 教師與內容之間是一種控制與轉化的動態平衡：無論是國家的教育或企業

的訓練，都會將教育內容組織成課程，透過課程目標的設定、內容的選擇與結構

的設計，企圖幫助、控制或限制教師的教學行為，以便達成初始設定的目標。但

是，教師的教學對象有個別差異、班級差異、學校差異和地方差異，而教師也有

自身的經驗與理想，因此，對於國家、商業或專家設計的教材，可以善用但不能

倚賴，可以選擇但不必丟棄，可以轉化但不必排斥，可以超越但不能沒有更適切

的內容。

三、發展素養導向的教學模式

本文嘗試建構一個可行的素養導向教學模式（圖 1），希望能整合 CBE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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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點以及新取向的精神。首先，這個模式是以教與學的歷程為核心，包含圖中

五個圓圈所建議的歷程，可以從左到右有步驟性地執行，也可以隨著學習任務的

需求而成為環環相扣的往返路徑。若依順序執行，首先可安排特定的學習任務或

問題情境，引導學生發展問題意識或提出關鍵問題，讓學生自訂任務或由教師交

代工作目標與任務，然後讓學生思考、討論、使用探究方法、發展解決問題的策

略，以便學生在行動當中達成任務、解決問題或應用實踐，並透過反思歷程來調

整學習或深化素養；工作任務可以限於某一領域，也可以跨領域，應視主題、問

題或任務的性質而定，但一般來說，跨領域的統整學習比較有助於核心素養的培

育，因為核心素養的範圍通常涵蓋廣闊，而真實世界的複雜問題通常不理人類世

界對於知識領域的人為劃分，所以芬蘭在 2014 年發布的基礎教育新課綱（在 2016

年實施），就是以統整課程作為素養導向課程的基石，採用七大主題橫向統整各

領域課程，且每位學生每一學年都必須參與一個主題探究課程（Halinen, 2015）。

由於主題或議題式的統整課程在進行探究活動時，學生的學習歷程經常會自然導

向工具使用、溝通合作、解決問題和關懷行動等核心素養，因此，課程所欲達成

的核心素養與國內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的三面九項核心素養也很容易契合。

其次，這個模式建議教師扮演引導者與協助者的角色，儘可能協助學生成為

一位自主的學習者，進而成為終身學習者。為培養學生的自主能力，教師在教學

態度上應隨時保持雙主體的互動，在教學策略上盡量給予學生覺察問題、嘗試錯

誤、組織知識和利用反饋訊息來自我調整的機會。

最後，這個模式指出素養導向教學的目標，從具體到抽象共有三個層次：學

習表現、素養和核心素養，三者之間具有累進發展的關係，但不是獨立的類別。

學習表現是教學歷程當中在特定情境下為了達成工作任務所被期待的特定行為表

現，包括每一次任務探究歷程後，學生可以表現出來的某些認知、情意或行動，

這些通常是教學的立即目標，例如在小組討論當中表現出遵守輪流表達意見的能

力。

素養是由認知、情意和行動統整而成，可限於特定領域，也可以跨領域；通

常是在一個單元或一個主題中培養，作為教學的中程目標，透過學習活動的串連，

讓學生的素養逐漸形成；例如：透過輪流表達意見、對別人的意見加以讚許、給

予正面回饋、並在尊重別人的情況下說出自己的想法，這一連串聆聽能力的表現，

都是溝通與合作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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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則是抽象性的通則素養，包括特定領域最上層、最重要而關鍵的素

養，也包括跨領域的通則素養，通常是教學的終極目標，在主題完成時或經歷幾

個教學單元後形成，例如：當學生在一個大主題的小單元下或一個學期的數個單

元中，不斷地透過學習任務，有機會練習聆聽並與人溝通，這樣的聆聽與表達傾

向會類化到其他單元或主題（不同情境）的分組學習活動，而形成「與人良好溝

通與合作」的核心素養。

表現、素養與核心素養三個層次必須串連，才可以避免學習表現落入瑣碎，

同時避免核心素養落入空洞。但在進行教學設計時，難以從三個層次同時開始，

故建議教師採取「以終為始」、「逆向設計」的策略，先掌握最終目標的核心素養，

再逆向回推素養和表現。例如，在一個以「製作燈具」為主軸的藝術課程當中，

教師首先確認希望培養學生的最終核心素養是「藝術創作」與「合作」，其次再

設定至少兩個中程的學習目標（廖健茗，2017）：1. 能透過小組合作方式，以「繭」

之意象，嘗試使用複合媒材製作燈罩，展現創意，完成作品；2.能透過討論、設計、

創作與發表等歷程，學習與人合作。然後就要推論學生的可能表現，作為總結性

評量的依據。最後，教師就可以設計或是補充、重整原先已經預想的各種學習活

動，在教學中引導學生探索與思考，讓學生經由多次討論，有機會表現或調整其

聆聽與合作能力，以及掌握藝術創作的元素，並據此完成創作。

較高層次的知識或較為複雜的技能與態度，通常包含很多次級成分，需要經

過多次活動或任務才可能完整學習，因此，學生在單一活動或任務結束時可能無

法將素養整合表現出來。教師如果採取逆向教學設計，比較不會陷於行為主義的

窠臼、專注於具體表現或忘記中程與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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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展素養導向的評量策略

在素養導向教學中，各種形式的教學策略會導致多元的表現評量，例如口頭

發表、實作、做實驗、產出作品、演劇、報告、紙筆表現評量等，教師宜掌握預

期的階段性素養或核心素養，在教學與評量相互搭配、交替運作的歷程中，評估

單元教學內應有哪些形成性與總結性評量，並在總結性評量中進行素養的評量（吳

璧純，2017）。從素養學習與發展的觀點來看，學校可依總體課程規劃來建置評

圖 1　素養導向教學模式圖

核心素養

（抽象通則素養）（一個主題或跨數個單元）

素養

（將認知、情意和行動之統整）（一個主題或一個單元）

學習表現

（認知、情意和行動的部分表現）（有任務的學習活動）

教與學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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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系統，並與教學設計相互調整，這樣的評量系統不是只有科技系統與評量工具，

同時應思考評量哲學、評量態度與評量制度是否具備以下六項特徵：

1. 支持學習：提早發現學生的學習困難或迷思概念（misconception），以便

適時提供鷹架、減少挫敗感、提升效能感。尤其在形成性評量的設計，應該是「促

進學習的評量」（assessment for learning），而不是為評量而學習。

2. 支持教學：提供好用的評量系統，讓教師很容易將評量融入教學，使多元

評量成為教學方法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加於教學的評價工具，是「促進教學的評量」

（assessment for teaching），而不是為評量而教學。

3. 降低風險：高風險評量比較容易促使學生掩飾缺點、增加壓力或採取不正

當手段，特別不適合情意和價值相關素養的評量；即使在認知領域，也不適合診

斷性和形成性評量；此外，高風險評量也代表學生、教師或甚至學校受到一種強

烈的外在控制，會導致教育失去自主性。

4. 多元整合：由於素養教育走向整合觀點，評量向度與方法當然也必須走向

多元整合，這代表評量向度不宜只限於知識，或只限於少數領域，或只限於低層

次認知能力，而必須思考如何看待一個全人的各種角度以及如何將各種角度加以

整合，讓個體變成像一顆多面體的鑽石。這也代表評量方法不宜只限於紙筆測驗，

或只限於客觀式測驗，而必須兼採自然觀察、同儕評量、另類評量、真實評量、

實作評量或情境測驗等各種方式蒐集資料。

5. 行動研究：當我們把評量系統變成一個多元化蒐集資料的系統之後，這些

資料就可以成為行動研究的一部分，剛好可以用來回應十二年國教課程總綱對於

學校進行「實驗與創新」以及對於教師進行「教學實驗或行動研究」的要求，這

些要求更可以回饋到課程綱要之研修（教育部，2014）。

6. 連結外界：學校無法自外於這個世界，因為，家長會關心子弟的學習狀況，

政府會關心教育目標達成的程度，社會媒體會關心教育的品質，甚至國際組織會

比較各國的教育表現。學校回應外界關心的最好方式，就是拿出讓人信賴的資料，

看出學生在一般素養的進步與核心素養的成長。

五、進行學校總體課程的有機整合

素養的培育可以由教師串連許多教學活動來完成，但核心素養的培育則通

常需要全校性的課程規劃以及教師間的協同合作才能竟其功。國家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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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所出版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指引》指出：核心素養的培育

需秉持漸進、加廣加深、跨領域／科目等原則，可透過各教育階段的不同領域／

科目的學習來達成。十二年國教的課程架構除了包含部定課程之外，更賦予學校

擁有校訂課程的責任與彈性空間，為了達成素養導向教育的終極目標，學校宜以

整合觀和動態觀進行總體課程規劃，融合部定與校訂課程（彈性學習課程），連

結正式與非正式課程，來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並逐年實施與修訂，宛如學生的自

我調整學習過程。

過去已有許多學校發展出精彩的特色課程，在邁向素養導向教育的過程中，

學校本位課程的建構，宜採取多向度交互調整的方式，一方面根據學校願景以及

學生的核心素養圖像，來調整學生在領域課程、彈性學習課程與非正式課程的各

種學習表現；另一方面根據教師的課程實施與教學實踐，透過教學研究會、教師

學習社群或學校課發會等相關機制，來調整學校總體課程結構、建置評量系統、

獲取反饋訊息。

素養導向教育的新取向對於理論發展與實務現場有豐富的涵義，以上建議只

是拋磚引玉，更重要的是，實踐者要能理解傳統 CBE 的問題與風險，掌握新取向

的特徵與精神，在實踐歷程當中建構出自己的模式、方法與策略，表現出專業素

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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